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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数字普惠金融在减贫工作中发挥显著的积极作用。文章利用 2011—201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

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减贫效应。结果表明：①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

果仍然成立；②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

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③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农村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

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农村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文

章从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提

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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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扶贫在脱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扶贫小额信贷、扶贫金融债等多种金融工具显著促进了贫困人口脱贫、经济增收。

但是由于农村地区金融产品的需求与金融机构的供给存在不一致性，不可避免地存在金融排斥、金融抑制现象，实施金融扶贫

仍存在一定难度。鉴于此，党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提出要发展普惠金融；2016 年国务院印发《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

2020）》，力争到 2020年建立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相适应的普惠金融服务和保障体系；2017年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加强普惠

金融体系的建设，增加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网络覆盖率逐年增加，普惠

金融的发展形式得以进一步拓展，以“数字”“普惠”“金融”为关键特征的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补充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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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定义，具有代表性的是 2016年 G20峰会提出的泛指一切通过数字金融服务推动普惠金融的行动，主要

运用数字技术，包括计算机、信息通讯、云计算、大数据处理为无法获得金融服务或缺乏金融服务的群体提供一系列正规的金

融服务。《G20 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进一步指出数字普惠金融的内容主要有各类金融产品和服务，通过数字化技术进行交易

等［1］，如互联网支付信贷、互联网信贷、互联网保险、互联网基金等。数字普惠金融能够有效降低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有

效突破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借助数字技术打通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使得更多的贫困群体享受到需要的金融服务。充分利用

数字红利，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在成本低、覆盖广，减少信息不对称等方面的优势，提升普惠金融的触达能力，从而促进贫困减

缓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目前学界关于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关系的研究已经十分丰富，但学界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仍相对较少。数字普

惠金融利用互联网技术使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更低，具有比普惠金融更广泛的触达能力，从理论上说数字普惠金融有利于

贫困减缓。由此，本文重点回答以下问题：我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如何？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如何？我国地区差异大，

不同地区的减贫效应是否存在不同？传导机制是什么？不同经济发展水平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有何不同？是否存在

门槛效应？鉴于此，本文以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各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以

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提供的贫困发生率衡量各地区的减贫效果，利用 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

的减贫效应。首先，采用面板数据实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其次，考虑到主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

的相关关系、遗漏变量等可能导致的内生性，本文借鉴 Lewbel提出的基于异方差的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再次，采用中介效应模

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是否有通过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影响减贫效果；接着采用门槛效应模型分析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中经济

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门槛效应。 

1 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文献综述 

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展开了诸多研究，多数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具有正向作用。数字普惠金

融通过互联网技术、云计算、大数据分析技术等较大程度降低了金融交易的成本和门槛，使得更多群体受益，尤其是低收入群

体和弱势群体［2］。数字普惠金融具有直接减贫效应和间接减贫效应，除了能够直接增加贫困群体的金融借贷机会、降低其贫困

水平外，还通过增加贫困群体就业、创业［3］，促进经济增长和改善收入分配［4］等机制间接减缓贫困。其减贫原理在于数字普惠

金融具有包容性和益贫性，相比较于富裕群体，贫困群体从数字普惠金融中获益更多，尤其是提高了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5］，

改善了居民内部的收入不平等［6］。国外学者 Sehrawat 等也得出普惠金融有利于贫困减缓的结论［7-8］，Park 等以亚洲发展中国家

为例，实证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具有明显的促进作用［9］。还有学者指出数字普惠金融不仅对本地区的贫困减缓产生积

极作用，同时也会对关联地区产生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并指出在短期内均存在显著的减贫效应和空间溢出效应，但长期内空间

溢出效应不显著
［10］

。 

但也有一些学者认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存在明显异质性，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增收效应有所不同。武丽娟等利用

农户微观调查数据，对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

和相对贫困水平，西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降低了绝对贫困水平，但增加了相对贫困［11］。赵丙奇等对中西部地区 20省份普惠金

融的减贫效果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上中西部地区 20省份普惠金融对精准扶贫的影响呈现出向好趋势，但是不同地

区之间的减贫效果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12］。此外，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具有负面作用，杨俊等研究得出，在短期内农

村金融发展并不会对贫困减缓产生显著作用，长期内反而会抑制贫困减缓［13］。由于资金流入低效率部门会发生资源错配现象，

降低资金的使用效率
［14］

和资本配置效率
［15］

，而且如果普惠金融地区只关注解决贫困地区对金融机构的接触性排斥，会导致资金

的进一步外流，从而不利于贫困减缓［16］。此外，数字普惠金融还可能存在信息泄露、监管不严等问题［17］。 

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学界未达成共识的原因可用门槛效应来解释，Greenwood等通过实证研究第一次提出金融发

展与贫困减缓之间并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而是存在倒“U”型关系［18］。这一结论在中国也得到验证［19］，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

减缓之间确实存在显著的非线性关系
［20］

，两者呈倒“U”型关系
［21］

。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受到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影响
［22］

，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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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来看，当人均收入处于低水平时，金融发展对贫困减缓存在隐性累积效应，当人均收入跳跃“贫困陷阱”时，金融发展会加

快贫困减缓的进程，但当人均收入处于高水平均衡时，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开始隐性减速［23］。还有学者实证研究指出门槛效应

存在于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中，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水平时，才会降低贫困发生率
［24］

。李建军等设计了包括银行、证券、

保险三个主要金融服务领域在内的居民金融服务包容性指数，并基于省际面板数据对指数进行了测算，结果表明我国的普惠金

融质量呈现渐进改善的状态［25］。 

首先，数字普惠金融降低了金融服务的供给成本。由于传统金融服务需要通过设置物理网点来实现［26］，但是物理网点的供

给成本较高，难以深入到贫困地区，而数字普惠金融通过数字技术可以实现远程开户、远程转账、远程完成资金收发等一系列

金融服务，这些数字技术使得金融服务的供给成本降低，从而扩展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惠及更多农村贫困群体。 

综上所述，虽然大多数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具有减贫效应，但学界未达成一致意见。而且在研究数字普惠金融与贫困减缓之

间的关系时，较多关注两者之间的直接关系，对于作用机制、门槛效应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互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普惠金

融的发展形式得以进一步拓展，数字普惠金融成为传统普惠金融服务的重要补充方式，计算机、信息通讯、云计算、大数据处

理技术使得金融服务的成本和门槛更低，提高了贫困群体获得金融信贷服务的可得性直接促进贫困减缓，也通过提高地区收入

水平发挥经济增长的“涓滴理论”间接促进贫困减缓。 

2 中国省域贫困程度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时空特征 

为了表征贫困程度（IOP），本文以农村贫困发生率衡量贫困程度，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字普惠金融水平（FE）。为更

进一步了解各省份各年贫困程度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变动情况，本文运用 ArcGIS软件描绘样本省份贫困程度和数字普惠金融

水平情况，由于篇幅限制只列出了 2011、2013、2015和 2018年的情况，如图 1和图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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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各省份贫困程度变化情况 

图 1 显示，2011 年贫困程度较深地区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的新疆、西藏、甘肃和贵州，贫困发生率超出 30%，东部沿海地

区的贫困程度最低。2018年除新疆、西藏和甘肃外，各省份贫困发生率均不超过 5%。2011—2018年各省份贫困程度均有不同程

度的降低，尤其是西部地区的贫困程度大幅度降低。 

 

图 2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情况 

图 2显示，2011年东部沿海地区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较明显地高于其他地区，但仍处于较低的水平；2013年各省份数

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均得到提高，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基本处于 100~200之间；到 2018年，东部沿海地区以及安徽、湖北和重庆

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处于较高水平，其他省份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处于 200~300之间。各省份的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与 2011年

相比均处于较高的水平，2011—2018年，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贫困程度不断降低。 

不同区域的经济发展水平存在着较大差异，为进一步检验回归结果的稳健性，将样本分为东、中、西部地区，采用基于异

方差估计方法进行回归分析，回归结果见表 1。 

表 1不同区域的数字普惠金融增收减贫效应 

 
I IOP 

东部 中部 西部 东部 中部 西部 

FI 0.0028*** 0.0033*** 0.0022*** -0.0169*** -0.0639*** -0.06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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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4) (7.30) (8.97) (-7.05) (-7.36) (-7.9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Sargan 0.4261 0.2019 0.2526 0.2875 0.6456 0.7955 

Hansen J 0.4739 0.1336 0.2680 0.1824 0.5492 0.7561 

 

注：空号内为 Z 值，*、**、***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Hansen J和 Sargan的输出结果为相应检验的 p 值。 

从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最大的是中部，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数字普

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 

3 模型构建与数据来源 

3.1模型构建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与农村贫困程度的关系并不能用简单的线性关系呈现，随着环境（例如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财

政支出比重）的变化，二者之间可能呈现出非线性关系，并进一步构建回归模型和门槛模型进行分析。 

3.1.1基准回归模型 

根据前文分析设置基准回归模型方程形式如下： 

 

式中：Ii 为省市 i 的农村地区收入增长水平；IOPi 为省市 i 的农村贫困程度；FIi 表示省市 i 的数字普惠金融水平；α1

为数字普惠金融水平的待估计参数；xi表示第 i个控制变量；α2i为各控制变量的待估计系数；σ0为常数项；μ为误差项。 

3.1.2面板门槛模型 

为更深入且全面地探讨数字普惠金融水平与农村贫困程度之间的关系，本文建立以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和财政支出

比重为门槛变量的门槛模型进行实证研究。 

 

式中：Di为门槛变量；γi为门槛值，且γ1<γ2；β分别为待估系数；ε为误差项。其他变量与上述模型一致。 

3.2变量设置与数据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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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以中国 2011—2018年各省份（香港、澳门、台湾除外）作为研究样本，实证研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根据已有

研究文献，变量选取及定义如下。 

3.2.1被解释变量 

农村地区收入增长（I）：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①2对数化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贫困程度（IOP）：以

农村贫困发生率来衡量，数据来源于各年份《中国农村贫困监测报告》。 

3.2.2解释变量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FI）：以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衡量，数据来源于《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第二期）（2011—2018年）。 

3.2.3控制变量 

经济发展水平（GDP）：以各省市 GDP对数化衡量；第一产业结构（PI）：以第一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衡量；第二产业结构

（SI）：以第二产业增加值占 GDP比重衡量；城镇化水平（UR）：以城镇年末人口占地区总人口的比重衡量；财政支出比重（FE）：

以财政支出占 GDP比重衡量。所有控制变量数据均来源于各年份《中国统计年鉴》。 

4 实证结果分析 

4.1描述性统计 

由于篇幅原因，只列举了 2011、2015和 2018年的变量描述性情况（表略）。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逐年增加，贫困程度从 2011

年的 14.48%下降到 2018年的 1.90%，贫困程度大幅度下降。同时，数字普惠金融水平逐年提高，由 2011年的 40.00增加到 2018

年的 300.21。接下来，将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对农村贫困程度的影响。 

4.2面板回归结果分析 

在不考虑内生性的情况下，对上述公式（1）进行面板回归，初步验证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和贫困程度的

影响。  

模型（1）和（2）主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在不考虑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回归系数为 0.0029，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加入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 0.0020，并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正。

结果表明，数字普惠金融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存在积极的影响作用，控制变量除第二产业结构，其他变量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

上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存在着正向作用。模型（3）和（4）主要检验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贫困程度的影响，在不考虑控制变量

的情况下，回归系数为-0.0480，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考虑控制变量后，回归系数为-0.0343，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

显著为负。结果说明，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一定的减贫作用，控制变量均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贫困程度存在着一定的抑制

作用。数字普惠金融扩展了农村金融服务的覆盖广度，渗透到农村地区，惠及更多低收入群体。数字普惠金融只需要移动终端

就可以满足金融服务需要，无需交通成本、简化的操作步骤、无需排队等候时间等优势显著降低了数字普惠金融的交易成本，

有利于增强贫困群体的金融服务意愿。同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助于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使得贫困群体通过数字金融渠

道获得金融信贷服务，进一步扩大金融服务，有利于贫困减缓。 

                                                        
2①2013年国家统计局将“农村人均纯收入”统计口径变为“农村可支配收入”，依据国家统计局的统计口径变化说明对 2011和

2012年“农村人均纯收入”进行了相关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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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基于异方差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分析 

考虑到主要解释变量和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内生性关系，同时遗漏变量也可能导致的内生性，本文借鉴 Lewbel提出

的基于异方差的估计方法［27］，该方法可以在外生工具变量不可得的时候采用，也可以随其他外生变量一起用，以提高工具变量

估计量的效率。估计结果见表 2。 

表 2基于异方差估计方法的回归结果 

 

农村地区收入 

增长（I）模型（5） 

贫困程度 

（IOP）模型（6） 

系数 Z值 系数 Z值 

数字普惠金融水平（H） 0.0022*** 14.37 -0.0448*** - 11.06 

经济发展水平（GDP） 0.1480*** 9.13 -2.0155*** -4.64 

第一产业结构（PI） 0.6270** 2.00 -35.8258*** -4.27 

第二产业结构（SI） 0.1619 1.07 -22.1239*** -5.48 

城镇化水平（压） 1.9620*** 13.33 -37.3448*** -9.47 

财政支出比重（FE） 0.6521*** 7.15 -5.4702** -2.24 

常数项 5.9962*** 21.50 71.3023*** 9.55 

控制区域 是  是  

Sargan 0.6538 0.4418  

Hansen J 0.6795 0.3914  

 

注：*、**、***分别代表在 10%、5%、1%水平上显著；Sargan和 Han⁃ 

senJ的输出结果为相应检验的 p值。从 Sargan和 HansenJ检验结果来看，P值均大于 10%，表明模型不存在过度识别问题，

生成工具变量的使用是有效的。模型（5）回归结果来看，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的回归系数为 0.0022，且数字

普惠金融水平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存在正向影响，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一定的增收作用；控制变量除第

二产业结构，其他变量在不同的显著性水平上对农村地区收入增长存在着正向作用。模型（6）中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对贫困程度

的影响，在 1%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为负，回归系数为-0.0488，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有一定的减贫作用，控制变量均在 1%的显

著性水平上对贫困程度存在着一定的抑制作用。与上述面板回归结果相比，在两种估计方法中，主要解释变量的回归系数方向

及显著性程度均是一致的，且回归系统差异较小。 

3.4面板门槛效应结果分析 

在不同门槛值设定下对上述公式（5）进行估计，得到门槛效应估计结果。当经济发展水平（GDP）和财政支出比重（FE）

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门槛和双重门槛在 1%的水平上显著，但三重门槛并不显著。当城镇化水平（UR）作为门槛变量时，单一

门槛在 5%的水平上显著并且双重门槛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三重门槛并不显著。根据不同门槛值，将 2011—2018 年各省市样本

按经济发展水平（GDP）划分为 GDP≤7.3450、7.3450＜GDP≤9.9942和 9.9942＜GDP3个样本区间。同理，按城镇化水平（UR）

和财政支出比重（FE）也可划分为 3个样本区间（表 3）。 

表 3门槛效应检验结果及门槛变量估计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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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槛变量 模型 F值  
临界值 

门槛值 估计值 
10% 5% 1% 

 单一门槛 86.60*** 40.8777 53.9830 80.6011 第一门槛值 7.3450 

经济发展水平(GDP) 双重门槛 73.76*** 35.4829 41.5866 62.6421 第二门槛值 9.9942 

 三重门槛 23.23 59.5297 68.7996 102.7924   

 单一门槛 94.94** 51.3915 75.3741 109.0859 第一门槛值 0.3110 

城镇化水平(UR) 双重门槛 101.51*** 35.6877 42.9149 72.5720 第二门槛值 0.6271 

 三重门槛 41.20 69.4461 82.9979 100.0609   

 单一门槛 136.56*** 39.8370 52.4094 94.1258 第一门槛值 0.2681 

财政支出比重(FE) 双重门槛 69.84*** 31.0803 36.8213 56.8270 第二门槛值 0.4288 

 三重门槛 31.24 60.3459 76.0352 124.5931   

 

根据门槛值确定相应的估计模型。当经济发展水平（GDP）和财政支出比重（FE）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

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主要原因在于，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贫困发生率不断降低，数

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越来越小。同时，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除金融方面的支出增加外，其他与减贫有关的支出也在不断

增加，如教育、科技、医疗和社保等财政支出也在不断提高，这些方面也存在着一定的减贫作用，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也

会越来越小。当城镇化水平（UR）作为门槛变量时，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增大，随着城镇化水平

的不断提高，农户接触新事物的机会越来越多，互联网普及程度不断增大，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也会随之增大。 

5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本文利用 2011—201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实证分析了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得到的结论如下：①数字普惠金融具有显

著的减贫效应，在考虑内生性情况下结果仍然成立。②农村地区收入增长水平是数字普惠金融水平影响贫困程度的部分中介变

量。③门槛效应模型显示，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会随经济发展水平和财政支出比重的提高而减小，随城镇化水平的提高而

增大。④地区异质性研究表明，中部地区数字普惠金融的增收效应最大，其次是东部，最小的为西部，但差异并不明显。同时，

数字普惠金融对中西部地区减贫效应的边际贡献要远高于东部地区。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提出如下政策建议： 

第一，完善数字技术基础设施，尤其是加快数字乡村建设，充分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一是根据地区经济发展水

平等条件，完善数字技术相关设施，借助大数据、人工智能、云计算等推动普惠金融的覆盖范围和服务内容，制定合适的数字

普惠金融政策，扩大金融服务的覆盖群体。二是推动农村涉农基础数据平台建设，提高支农支小再贷款额度，适当降低准入门

槛，引导各类金融机构面向贫困地区、贫困群体提供各类金融服务。三是降低贫困地区互联网使用费用，提高贫困群体使用互

联网的积极性，并正确引导其使用行为。 

第二，推动经济增长、完善财政支出结构、提高城镇化水平，以发挥数字普惠金融减贫的间接作用。一是结合地区的比较

优势，发展特色产业，推动产业转型，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进而提高贫困群体的收入水平，实现贫困减缓。二是完善财政支出

结构，优化配置资金倾向有利于贫困地区发展和贫困人口增收的发展型项目，比如提高地区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水平，增强贫

困人口的人力资本水平，这样更有利于发挥数字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三是统筹推进城镇化与乡村振兴的协调发展，要进一步

提高城镇化水平，发挥城镇化的减贫作用和溢出效应，促进乡村的高质量发展。 

第三，提高贫困群体的金融素养，强化数字普惠金融监管体系。一是通过官方网站、公众号、公告栏、群众会等形式对智



 

 9 

能手机的正确使用进行引导，谨防群众因手误、无知等原因造成金钱损失的后果。二是结合地区经济发展情况创新普惠金融信

贷产品和服务，并对产品和服务进行大力宣传和讲解，满足群众的生产生活所需，促进其增产增收，从而提高数字普惠金融的

减贫效应。三是优化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环境，强化监管体系。地方政府要建立完善数字普惠金融的监管体系，提高互联网技术

的监管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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